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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发表
的题目为 《第二代民族政策: 促进民族交融一
体和繁荣一体》 ( 以下简称《第二代民族政策》)
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1］成为我国学术界有关民

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近期的又一个讨论焦点。由于
近年我也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民族制度和政策的

文章，这篇文章中有些观点与我过去提出的某些

观点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对 《第二代民族政
策》持批评意见的人把它和我之前提出的一些
观点并列。《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作者的学术
背景是经济学，文章重点是政策讨论，很少涉及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面临而且各族民众也十分

关心的许多实际现实问题。而我本人是社会学和
人口学背景，更关心各地实际问题的专题调查。
也许是由于各自学科背景不同的原因，我与这篇

文章的作者在分析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提炼观

点的客观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我感到有必

要对一些议题做些说明。

一、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整体框架下，“一体”和
“多元”两方面不可偏废
费孝通先生在 1989 年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明确提出，中国 “五
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两
者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元”
与“一体”二者不可偏废。从这个基本框架出
发，我们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 “中华民族”
共同意识的同时，对 56 个民族所呈现出的 “多
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
与历史传统，切实保障这些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

展，努力关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

项具体问题。忽视了“多元”，就无法建立巩固
的“一体”，唯有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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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对 “中
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由

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基础薄弱、语言障碍和教
育差距，西部一些群体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

下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在激烈的实业和劳
动力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当地民众收入水

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迅速拉大，当地民族语言

和文化观念等也受到大量来自东部沿海汉族人口

的冲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对此十分焦虑。关
于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

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在 20 多年前费孝通先生
就注意到并提醒我们应予关注，① 但我们的学术

界和一些政府部门至今尚未真正领悟费先生的关

注。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一些少数民族
( 如维吾尔族、藏族) 在族群分层结构 ( 受教育
结构、职业结构、专业分布等) 的比较中居于
明显劣势，而且这一相对劣势在 2000 － 2010 年
期间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些带有基本社会结构性
质、真正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权利的重大
问题，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给予关注，及时制

定出改善和解决的具体措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
关键历史时期，中央政府需要对少数民族社会中

存在的就业和贫困等问题予以切实的解决和改

善，重视推动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西部开发各项

事业的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在国家整体社会

经济发展和民族平等、共同繁荣二者之间保持平
衡和兼顾，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

空话。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和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施 60
多年后形成强大历史惯性。我们在反思和分析这
些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时，应当尊

重这些制度初创时的历史条件和选择空间，对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政策在初建时对一些地区

加快和平统一、促进政治整合的积极作用给以客
观评价。同时需要对这些制度和政策在不同历史
时期和不同地区实施的社会效果进行系统深入的

调查总结，注意倾听各地各族干部民众的反映和

建议，思考探讨今后引导我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方

向。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和客观效果的分
析，因地制宜地进行切实必要和循序渐进的政策

调整。我认为应当先拾遗补缺，再矫正过枉，绝
不能贸然启动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对基本制
度的调整，必须在已形成基本社会共识、得到大
多数少数民族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同

时把握好方向，根据民众反应掌握进度节拍，谨

慎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苏联和南斯拉夫解
体后，我们看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在实

践中的惨痛教训。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如何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经

济条件下，在思想日渐开放、舆论逐渐宽松、信
息越来越畅通的环境下，努力团结各族干部民

众，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现代国家。无论是东
方还是西方，我们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搬，

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人

没有走过的路，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绝大多数生活成

长在汉文化氛围中的人很容易忽视我国各族之间

存在的文化差异，头脑里有 “一体”的意识，
却很少感知 “多元”。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
来，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长期坚持 “政治挂
帅”，突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要求全民统一
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和 “一元化”的思想
方法使得一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缺少理解

和处理多元文化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很容易忽视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 语言、宗教等) 的特殊价
值和意义，缺乏尊重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伦理，总

想尽快推动以汉族文化为基准的 “民族交融”，
即使不公开讲出来，内心仍然存在 “汉化”的
潜意识。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加强政治控制才能保
障国家统一，只有完善行政安排才能有效保障少

数族群权益，忽视了少数民族在选择发展模式和

路径上的自主性。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长期滞
留在传统专制制度下、至今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
熟的一个具体体现。这种过于强调一致性、忽视
甚至不理解多样性的思想定式，成为今天中国迈

向政治文明新台阶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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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的地区。这些地区工业所需的原料是比较贫乏的。而过去对汉族缺乏吸引力，一向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却正是工业
原料丰富的地区。同时，工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和文化知识，而在这方面少数民族一般说来低于汉人的水平。要由少数民族自己利用
本地区的资源去发展本地区的工业是有很大困难的。这些具体情况会怎样影响民族的格局呢?”见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
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二、必须尊重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
社会发展的渐进性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不

同群体之间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各群
体在相互交往和学习过程中逐步融合，这是人类

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发展

的方向。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各国间的人口
流动、文化交流和经济融合，欧盟的建立和欧元
的实践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欧洲在应对近期债
务危机中更加深刻地显现出要求加强一体化的新

趋势，欧洲必须克服各民族国家分散治理的局限

性，才能拥有克服危机、持续发展的后劲。我国
各族精英都应当看清这一历史发展大趋势，思考

我们是否需要重复欧洲人经过 400 年分分合合、
付出惨痛代价后否定的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族群众多的国

家，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各不相同，各群体间必然

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族际

交往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

族之间的差异性。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
中央政府制订的政策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族群之

间的差异性，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有所区别，不

能“一刀切”。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根据不同
地区、不同群体的特点制定因地制宜的各有差异
的制度和政策，一地一制，一族一策，这种尊重

差异的政策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这些方面的历
史经验，今后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对

民族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时可予以借鉴。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推动政治整合、经济整合

和文化整合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充分

考虑到不同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路径、
水平和特点方面的多样性，考虑到各族群的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起点和各自不同的发展速度，考
虑到各族群对于生活和社会的基本态度，在设计

和调整相关政策时要注意设定发展目标和发展进

度的渐进性，要为不同地区、不同对象设立有所
差别的政策、提出不同的发展规划和目标，采用
不同的发展速度推进。在许多时候，不顾客观条
件，不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单凭主观愿望来推

动社会发展和族际交往，其结果往往是 “欲速
则不达”。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曾明确反对把俄
语定为“国语”并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我们

必须牢记决不做 “揠苗助长”的蠢事。在各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如何推动族际交往和政治整合的

具体做法和步骤，需要在大量实地调查和广泛征

求当地干部民众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因地制

宜，因族制宜，设计必要的过渡性措施和阶段性

目标，谨慎推进，并随时总结经验和调整措施，

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粗糙政策和 “大跃进”
式的政绩工程。

三、坚定地尊重和依靠
少数民族精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边疆各少数族群

始终存在很强的向心力，在清末抵抗帝国主义列

强侵略瓜分的斗争中，毋庸讳言，有些民族上层

人物在帝国主义利诱下曾有分裂祖国的活动，但

是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坚定维护国家

统一并和分裂势力作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爱
国始终是少数民族精英的主流，这也是西北、西
南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国家力量衰微的 20 世
纪早期仍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在 40 年代后期得
以迅速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活跃于国家建设各行各业的我国少数民

族精英们，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社区领
袖、宗教人士、企业家等，绝大多数在 1949 年
后出生，在党领导的学校里接受现代学校教育，

在各级政府和不同的社会机构中发挥作用，他们

在广大少数民族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多年来
政府推行的民族理论教育和民族干部选拔体制，

也使少数民族精英一般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较强

民族意识及责任感。在当前社会发展和国内族群
政治格局下，民众也把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维
护本民族经济利益的期望寄托在少数民族精英身

上。由于他们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在思考中国民
族关系和现存实际问题时，他们既有对本民族前

途和利益的深厚感情与关切，又具有较宽理论视

野和现代知识，可以从比较理性的角度思考本民

族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前途。因此，在各级政
府和学术界开展有关民族问题和政策的讨论时，

少数民族精英的实质性参与非常重要，甚至可以

说，他们的全面参与是这些政策能否成功的关

键。如果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对政策调整的具体做
法不接受，内心有疑虑，情绪上有抵触，那么这

些做法就很难在实施中取得真正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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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们在制定有关民族问题的

政策时，始终非常关注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对于这

些政策的接受程度，把与他们的沟通作为推进各

项工作的前提。例如在和平解放西藏的 “十七
条协议”中明确规定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
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
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

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2］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如
果在康区和青海藏区也能按照这样一个精神，在

条件成熟时再推动改革，这些地区的 “民主改
革”进程可能会顺利平稳得多。我们在推动各
项工作时不能只从良好意愿、主观认识和价值判
断出发，不征求少数民族精英的意见和建议就贸

然从事。各级政府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干部和
知识分子是在民族地区推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力

量，要充分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使他们成为少

数民族现代化的领头人。

四、坚决反对 “大汉族主义”
我国汉族人口占总人口 90%以上，汉族地

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较发达，这样一个

态势使许多汉族人一提到 “中国”和 “中华民
族”时，头脑里想到的似乎只有汉族，在许多
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

和感受。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定式，对
于构建国家层面各族共同的政治文化和 “中华
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列宁、毛泽东
都曾经反复告诫要关注 “大民族主义”的危害
性。列宁曾强调指出: “在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
人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

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

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

处。”［3］毛泽东提出 “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
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

想”。［4］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曾对我国
的民族关系造成恶劣影响，我们应时刻牢记这些

历史教训。
拉萨“3. 14”事件和乌鲁木齐 “7. 5 事件”

等街头暴力事件发生后，北京等大城市曾发生了

一些针对藏族、维吾尔族人员的歧视行为。这些
歧视行为背后反映的是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族

群主义态度。这种以某个民族整体为对象的歧视
或“区别对待”尽管属个别现象，但却使许多
反对“3. 14”事件、 “7. 5”事件暴力行为的藏
族、维吾尔族干部和民众非常寒心。今后对于在
公共管理范畴内发生的以某民族群体为对象的歧

视行为，政府应以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性质法规

的形式坚决禁止; 对于后果严重的歧视事件，必

须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对民间出
现的网上漫骂、出租车拒载行为，政府和主流媒
体应开展严肃深入的教育和引导。
同时，我们必须历史和客观地认识中华民族

内部各群体之间的血缘和文化差异。费孝通先生
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系统论
述了中华各族的演变历史，特别指出 “在看到
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

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

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 ‘血统’上讲，
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
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

‘纯种’”。［5］我们应当以 “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视角来看待 “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
的血缘关系。汉族人士也不妨思考一下 “什么
是汉族? 汉族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不妨
追溯一下自己的姓氏家谱，想想祖先究竟是来自

哪里的什么人，研究一下公认的典型汉人朝代如

唐、宋、明朝的皇族和重臣中有多少 “蛮夷”
血统。在中华各族之间清楚划分边界的做法，既
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中也非常有害。这种边
界划分只会发展出各种彼此竞争冲突的族群民族

主义，而不会如我们当初期望的那样，使得各族

群“亲如一家”。
作为人口最多的主流群体，维护民族团结的

主要责任必然地落在汉族人肩上。中国社会首先
要克服的是“大汉族主义”。特别是那些在少数
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在内心真正尊重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朋友，虚心

向他们学习有关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经济
活动中的知识，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 ① 在涉及

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事务中，认真倾听他们

的意见。不仅是那些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
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学习当地民族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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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全国的汉族干部和民众都应当在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积极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这

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共

同组成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如果只有汉族，就

不能叫“中华民族”，也形成和保持不了今天中
国的版图。今天的中国是所有民族在数千年历史
长河中共同缔造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这些

民族都为保卫和建设这个国家付出了鲜血和汗

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关心身边的少数民族成
员，从内心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

热心诚恳地帮助和爱护他们。温家宝总理在
201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让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

温暖”。我们应当以此为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各项
工作和自己的日常行为。
总之，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活动

的同时，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大汉族主义”的
动向和危害。如果我们由于无知或者 “无所谓”
的态度伤害了其他各民族人士的感情和权益，导

致他们对祖国产生隔阂，这种行为就是对国家和

人民的犯罪。因为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就是帮助境
外敌对势力在破坏中国的软实力，破坏中国在新

世纪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并完成向现代化国家的艰

苦转型。毋庸置疑，进入 21 世纪后，反对 “大
汉族主义”仍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长远的
历史任务。大汉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排他、狭隘
的大民族主义。当然，在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
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一切排他和狭隘的地方民族

主义。

结束语

这些年来，学者们围绕着我国民族理论、民
族政策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视角、观点和分析
逻辑，这是我国民族理论界学术繁荣的表现。即
使有些观点不十分全面，也应该理性地分析对

待，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在努力思考如何改善当

前的民族关系，并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百年
大计出谋划策。所以我不太赞成对一些观点
“上纲上线”，还是主张大家相互尊重、心平气
和地开展学术讨论，在学术上大家努力如何相互

拾遗补缺。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 “解放思
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

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
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
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6］今天
我们一定要警惕 “两个凡是”的余毒，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面对我国民族关系目前出现的严峻形势，我

们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鲁莽从事，应当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根据对近百年
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我党的长期实践的思考，

对有关民族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思路方面进行探

讨，继续在民族基本理论和政策目标方面进行反

思。同时，也需要在广泛倾听民意和大量深入的
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改善民族关系做些具体

的实事。两方面的工作不可偏废。同时，无论是
民族概念和国家建构目标的理论探讨，还是改善

具体民生问题的政策讨论，都应当以学术讨论来

对待。我们需要以宽松、平等的态度，摆事实，
讲道理，而不要简单地把不同的学术观点上纲为

“政治问题”。同时，我们需要充分的学术自律，
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要让自己的工作成为有效的

知识积累，既可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又能在实

际应用中为社会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在 21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历史

转型期，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将给中国的民族关系

带来新的挑战。我们唯有抓紧时间，理清我们的
头脑，明确努力的方向，尽快改善我国的民族关

系，增强中华民族内部团结的软实力。唯有如此，
中华民族才会有真正的自信和底气来从容应对发

展道路上的艰险曲折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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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Thinking on Ethnic Issues in China
———On“the Second-generation Ethnic Policy”

MA Ro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has experienced many
difficulties and also achieved a significant succes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also
some tensions and conflict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some regions． The academic circle in China has to face these
problems and provide necessar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more detailed thinking on relevant issu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a balance
should be kept between“unity”and“plurality”，ethnic divers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minority elites
should play positive roles in minority regions，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Han Chauvinism will be a long-term
task．
［Key words］ ethnic policy，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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